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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尽坎坷  无怨无悔
○石琪高（1958土木）

我这个人的性格可能从小就定型了，

直脾气，干事情执著，天生爱打抱不平。

我从印尼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念了四年半

书，1958年毕业前夕就被打成了“右

派”，然后被戴帽分配到广西进行改造。

清华大学的“反右”扩大化先从教授

开始。有位数学教授课讲得非常好，有一

天学校突然宣布这个教授已经是“右派”

了，要求学生只能听他上课，课前不准起

立，也不能给他鞠躬，他也不准给学生鞠

躬。特别可怜的是这么一个老教授被打成

“右派”就是因为讲了一句话，说苏联进

口的机器太笨重了，就是讲了这么一句实

话便被打成了“右派”。

在最初阶段，我还是“反右”的积极

分子，当时批斗钱伟长老教授我也是很积

极的。我记得，在“反右”运动中《中国

青年报》还刊登了记者采访我时我讲的

一句话：“‘反右派斗争’是一种清醒

剂”。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师被批判，我

感到这个事情搞得太过了，就提出了一些

不同意见。

当时整个“反右”运动搞得轰轰烈

烈，我就在这个当口提了意见。我说党不

能对运动放任不管，要出来抓一抓了，有

这么多人被打成“右派”肯定是有问题

的，而且运动把学校秩序都搞乱了。于是

有人说我反党，说我对“反右”运动有看

法、有不满情绪，这是我的一条罪状。在

被打成“右派”前，我是土木工程系学生

会体育部的部长，也是黑板报的编辑，还

经常给黑板报和校刊写些文章。得到稿费

我都慷慨地请大家吃一顿，这个事情后来

也算是我的一条罪状，说我用资产阶级的

金钱腐蚀同志。现在听起来是很可笑的事

情，可当时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

没过多少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是

1958年2月4日立春那一天，我的宿舍和走

廊里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我也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人通知我，今天你

就不要去上课了，也不准外出，就在房间

里呆着，准备接受批判，就这样我成了

“漏网右派”。

“文革”期间我曾经在批斗中被打折

了两根肋骨，有两次在几秒钟之内，就能

决定我的生死，结果我还是活下来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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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

磨，就逃跑了。当时我和我爱人还没有结

婚，她在鹿寨县插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

下，只有到鹿寨县去找她。可还没有找到

她我就被当地农民发现了，他们把我抓起

来，用手指粗的麻绳绑了我一天一夜，到

现在我手上还有当时被捆的痕迹呢。第二

天我被拉出来示众。那次批斗非常危险，

我差一点就被打死了。我爱人得知我去找

她的消息后，马上跑到鹿寨县武装部报

告，说石琪高是个归侨，被造反派抓了，

被打得很厉害，有生命危险。武装部的政

委亲自赶到现场，制止了造反派的施暴，

把我给救了。如果我爱人带的人再晚几秒

钟到，我可能真的就被他们打死了。

那次没有打死我，但打折了我的两根

肋骨，我的牙齿也被打掉了4颗。即使把

我打成这样，造反派也没有放过我。他们

把我从鹿寨县押回了柳州市，我被蒙着眼

睛关在市委礼堂里整整42天，这42天真是

无法想象我是怎么过来的，那真叫是暗无

天日啊!是什么布蒙的眼睛我都不知道，

就这么蒙着眼睛躺着不准起来，想解大小

便要报告，然后由一个打手拿着棍子带我

到厕所，眼睛依然被蒙着。吃饭时蒙着眼

睛坐着吃，吃完躺下，眼睛还是蒙着。吃

的东西就是一碗饭、一个菜，我数了数，

菜里最多只有12粒小豆子，一天就一顿

饭，根本吃不饱。造反派这么做，就是给

你点吃的，保证人死不了，让你活受罪。

我这个“右派”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

初就已当上柳州市的市长。1983年广西党

委对柳州市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我和田

民搭档，他当书记，我当市长。20世纪80

年代初“右派分子”当市长的情况，在全

国我可能是唯一的。

社会普遍认为，当官能当到市长这个

份上的人，总要有点背景，要么是老红军

的后代，要么是其他什么条件……一个

归国华侨怎么能当市长呢?在当时那种社

会舆论背景下，很多人对我当上市长的事

很不理解。于是，有人找到当时重用我的

田民书记，问他为什么要选我当市长。他

回答道：“我就是专门要用那些有能力的

‘右派’分子。”在他看来，当年被打成

“右派”分子的人，有一部分是精英。除

了我，他还用了两个“右派”分子当厂

长。我被市委市领导发现是在柳州市“群

英会”上，柳州市每年都要召开表彰先进

工作者大会，也叫“群英会”。我曾经四

次代表市建二公司出席大会，我的事迹市

领导也因此都知道了。市领导看我是个归

侨，又曾经被打成“右派”，就非常关心

我。当时柳州市委书记兼市长叫欧济文，

延安抗大出身，我当市长就是接他的班，

是他最初发现了我，他曾专门派人去看

我。当时我一家5口人只住在一间24平方

米的小房子里，条件非常差，他了解情况

后很感动，又了解到我是清华大学毕业

的，就想重用我。

1983年初，党中央有一重要文件规

定，各级领导班子一定要选拔“四化”人

才，即具有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

业化背景的人。根据“四化”的要求，柳

州市长人选当时先由各部门、各单位提出

近1000人，第二次筛选到600多人，再精

选到410人，最终剩下5个人。每次都有我

的名字。当时我的情况比较符合中央有关

“四化”人才的要求。从革命化来说，当

时我完全可以回印尼继承财产，但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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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这是有记载的，这说明我爱国。从

我一生的思想成长逻辑来说我也不可能再

回印尼，我是坚定地要跟共产党走的，这

一点我确实从来就没有动摇过。这样一个

爱国华侨在政治上肯定是可靠的。我是20

世纪50年代清华大学毕业生，在知识化和

专业化方面也没什么问题，20世纪80年代

初有我这样学历背景的人非常少。我还连

续四次参加“群英会”，是市二建公司劳

动模范，从个人表现来看也没的说。最后

定了5个人选，1个市长4个副市长，但谁

当这个市长还是定不下来，最终田民书记

推荐由我当市长，他讲了4个理由，石琪

高一是热爱祖国，二是清华毕业，三是劳

动模范，四是表现优秀。

1983年12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

委决定由我当柳州市长，31日通知我去开

会。当时柳州市委会议室在哪里我都不知

道，获知让我当市长的消息后，我都蒙

了。会议上我一时讲不出话来，会议怎么

开的也不知道，脑子里尽是考虑这个市长

怎么当。在这之前，政府的任何部门我都

没有去过，什么工作经验都没有，一下子

就叫我当市长，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回到

家里，老婆看我垂头丧气的，就问我是怎

么回事，我说区党委领导让我当市长，

她说那不很好吗?我说好你去当当看。真

的，当时我没有感到丝毫的兴奋，我有整

整三个晚上睡不着觉。第一次参加市委

常委会议时，我讲了一席话，没有讲别

的，就是讲我的压力太大。田民书记说：

“好，我选对人了，假如说你当了市长以

后还能睡大觉那就不行了，你睡不着觉正

说明你有责任心。你一定能干好的。”

我是1982年12月14日入党的，1983年

12月14日应该转正，但没有按期转正。12

月31日市委第一次召开常委会的时候，田

民书记问我组织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说

已经到了转正的日期但还没有给我转正。

他当即打了一个电话，第二天我的转正问

题就解决了。党内有规定，党龄必须在5

年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就任市委常委，那个

时候我刚刚转正，按规定是没有资格参加

常委会的。而田民书记的主张是，市长不

参加常委会无法开展工作。他就此事请示

了自治区党委，经区党委会同意，我可以

列席常委会，并可以列席每周一次的书记

碰头会。列席会议者有发言权但没有表决

权。每次开会时田民书记都让我先讲话，

他要我大胆地讲、大胆地干，错了是他田

民的，成绩是石琪高的，他说，他是老党

员，是书记，应当承担责任。在这样的书

记领导下做事情怎么能不大胆地去干呢?

老百姓都说我石琪高当市长时做了很多事

情，实际上我心里明白，没有田书记支

持、鼓励和帮助，我是很难做出成绩的。

当时我和田民搭档的那个班子是很团结

的，田民书记非常重视人才、爱护人才。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柳州

市政工程队。我记得是1958年9月12日来

的，当时市政工程队一共才29个人，1959

年一下就增加到200多人，遂改名叫市政

工程处。人员增加了以后，就派了一个转

业的解放军大尉来担任书记。我是戴帽

“右派分子”，按规定拿不到正式的工

资，只能拿一点生活费。1959年10月1日

我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生活待遇没

变，我的身份也没变，仍是“右派”，国

庆节之前叫“戴帽右派分子”，之后叫

“摘帽右派分子”。当时大学毕业生第一

我与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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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工资应该是48元，第二年转正就是

54元。摘帽以后我的生活费一直是27元5

角。直到1962年7月我才按应届毕业生的

标准拿到48元钱的工资，当时我的很多同

学的工资已是68元了。1963年我的工资才

变为54元，直到当上市长，才涨到70多

元，落下的这几级永远也补不上了。

当了市长以后，我总是想怎么才能当

好这个市长?后来想了一个办法，从我的

优势出发来当市长。我是学土木工程出身

的，我就从抓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及环

保做起，把我熟悉的事情先管好，其他的

事逐步地上手。财政工作我交给了当时的

常务副市长董世忠管，人事权则交给了杨

基常，他是当时的副市长。这些重要的权

力都不抓，我就专抓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及环境保护。当初有些人就说我石琪高

真笨，关键的人权和财权不抓，光抓个

城市建设有什么用啊!我当时的想法很简

单，我是正市长，他们做出的任何成绩都

有我一份，而且50万元以上的大开支还必

须要通过我来审批，重要的人事安排也要

经过我，再交给党委会集体讨论。后来大

家都承认，还是石琪高英明，老百姓看得

见、摸得着的就是城市建设，楼房盖多

了、道路修宽了、工资增加了，他们就会

叫好。老百姓不管是谁抓的财政，是谁抓

的人事，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就

拥护谁。前几天有一个孩子问他奶奶现在

谁是柳州市的市长，他奶奶还说是石琪高

呢。说句老实话，我当市长的那几年，真

的是为柳州市的老百姓干了一些实事，柳

州市的老百姓对我的印象也很深。

2000年8月，柳州市新一届市委市政

府领导班子成立。上级派了一个新的书记

来，叫沈北海，现在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兼

宣传部长。沈北海书记到任没几天就到我

家来看我，一进门就叫我石市长，说我来

看望你了，你是柳州市的有功之臣。听他

这样称呼我，我很感慨地对他说，敢到我

家里来看我的书记有两个，第一个是田

民，第二个就是你。他接着说：“我来看

你有两个原因，第一，你是柳州的有功之

臣；第二，我要请你出山帮助我们。”我

立马答应说可以，我说你这样看重我，我

有很多想法可以提供给你参考。他说，我

们准备成立一个顾问团，你一定要来参

加。就这样，我就算是重新出山了。但对

当年我的那些问题，始终都没有一个正确

的说法。不过，现在我仍然是正厅级，我

也就不去较那个真儿了。

当年，中国侨联法律部主任梁钦汉专

门来调查我的事情。他从老百姓那里给我

总结出五项政绩：一是办教育，二是修道

路，三是建商业，四是发展轻工业，五

是治理环境。我在任期间建立了广西第一

所全日制大学——广西工学院，我兼任院

长。我组织修建了广西商业第一楼——

三十层高的工贸大厦。在经济发展方面，

1985年和1986年上半年柳州市连续两年被

评为全国经济效益最好的十佳城市，且均

排在首位，我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藏富

在企业”。我上任时柳江污染很严重，江

的两边都是破破烂烂的民房。我组织全社

会修筑江堤，第一次实现了政府不掏钱搞

城市建设。开始时向社会集资150万，等

到堤的大体轮廓修起来之后，再向社会公

开提出，谁要在堤边盖房子，谁就出钱把

江堤完善起来，用这种方法就把柳江上主

要的一段江堤建好了。当时柳州市政建设

我与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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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运作方式是很具有开拓性的，在这

之后，全国有很多城市建设都借鉴了我的

这套做法。

我从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得到的感悟

是：人生道路一直都平坦并不一定是好

事，坎坷可能是人生的财富。回顾自己坎

坷的人生也算是一种乐趣吧，挫折并没有

压垮我，我现在的身体很健康。想想经过

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那些老帅们很多都活到

八九十岁，他们吃过更多的苦，还能够那

么长寿，关键就是做人的心态一定要平

和。所以，我个人把三件事情看得很淡：

把金钱看得很淡，把坎坷看得很淡，把官

位看得很淡。我还总结了四句话：地位是

暂时的，友谊是永恒的，财产是儿女的，

身体是自己的。我经历了那么多事，但现

在回想起来，我还是我，我回国报效无怨

无悔。我这个当年立志回国报效的热血青

年被打成了“右派”，在“文革”中几经

磨难、几乎丧命，又从一个“右派”分子

当上市长，为柳州人民做了那么多的事

情，虽然此后我又受到了一些委屈，但说

句老实话，我已感到非常满足了……

（本文摘自《蹈海赴国丹心志》，中

国华侨出版社，2008版）

古风·携笔从戎
○魏赠应（1963土木）

大学毕业报答党，

为国为民着戎装①。

峥嵘岁月青春献，

无怨无悔理应当。

今生幸遇贤内助, 

三十二岁结鸳鸯。 

夫妻分居几千里，

苦辣酸辛她备尝。

任劳任怨好军嫂，

工作育儿压两膀。

桃月首都赴盛会，

科学春风伴我航。

国家领导重科技，

接见代表大会堂。

改革初年家团聚，

调进京城换新岗。

居安思危要进取，

工程建设受表彰。

人生历程驹过隙，

转眼已成两鬓霜。

①1962年12月，从清华大学毕业
（学制五年半）。全班31位同学，其
中有7个分配到军队的名额，我主动报
名，带头参军。在志愿表上只写一句
话：“中国人民解放军，到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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